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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务员和公民的接触（政民接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务员的合作
生产态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议题。论文基于接触假说和政治信任理论，
构建了政民接触与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利用４０６名市直机关
公务员的调研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民接触正
向影响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而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同时，研究认为，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接触越频繁，越有助于增进公务员对公
民的信任，这一研究结果有别于“接触性不信任”假设。聚焦公务员群体的研
究既丰富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研究视角，也拓展了接触理论的应用领域，为
未来培育积极的合作生产态度、促进政民互动、深化政民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和方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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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直以来，政府被视为公共服务最为重要甚至唯一的合法供给者。然而，
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庞大又集权的政府机构无法迎接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
与新兴经济带来的多维挑战，处在文书堆中的公务员，无法满足甚至了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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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多元、个性化、高质量的服务需求。立足现实，当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依
旧存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群体差异过大等问题，因此，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方式，推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新格局成为大势所趋。

合作生产或合供理论（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通过引入多元生产主体，充分调动多
方资源和价值，为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促进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革新提供了理论
支持。审视合作生产理论内涵，不同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例如，
Ｏｓｔｒｏｍ （１９９６）将合作生产定义为不同组织贡献自身资源，共同参与提供优质
公共服务的过程；Ｓｈａｒｐ （１９８０）则认为合作生产是公民和政府在公共服务生产
中共同承担“责任”；Ｋｉｓｅｒ和Ｐｅｒｃｙ （１９８０）引入了“常规生产者”和“消费
生产者”的概念，认为合作生产是“常规生产者和消费生产者付出努力的混
合”。尽管学者们关于合作生产内涵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有关合作生产的一个基
本共识是公共服务是公民和政府官员共同活动的产物，非专业的公民和专业的
政府机构对提供公共服务共同负有责任（Ｂｒｕｄｎｅｙ ＆ Ｅｎｇｌａｎｄ，１９８３；Ｈａｎｄ，
２０１８）。也就是说，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互动是合作生产的核心。

学者们关于合作生产价值的认识已在工具效能（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和质
量、增进公民满意度等）和规范价值（培育负责任的公民、构建更有凝聚力的
社区、增进政民信任等）两个维度上达成了一致，这种积极的价值感知反映了
政府和公民在公共服务提供中进行合作生产的必要性。但合作生产不会自动发
生，需要付出额外的程序性、协调性和资源性成本。如果没有公务员对合作生
产的认同和推动，那么合作生产注定只能停留在走过场式参与、象征式合作的
表层，无法实现公共价值的共同创造。尽管一些学者通过实践案例强调了公务
员在合作生产中的催化剂作用、决策和推动者角色，但目前聚焦公务员群体的
实证研究还有待丰富和补充。

众所周知，合作生产离不开合作主体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与协作；但
由于政府和公民在权力、地位等各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处于强势地位的公务员
往往不愿意将公民纳入到公共服务供给之中，合作生产遇到了诸多困难
（Ｇüｅｍｅｓ ＆ Ｒｅｓｉｎａ，２０１９）。公务员对合作生产的积极态度是弥合权力距离、降
低合作成本、减少合作阻力的关键，但现有文献却鲜有关于如何培育公务员积
极的合作生产态度方面的研究。

根据Ａｌｌｐｏｒｔ （１９５４）提出的接触假说，不同群体间的接触可以减少偏见和
敌意，可以发展出更为积极的群体间关系。接触假说在种族沟通（Ｓｉｇｅｌｍａｎ ＆
Ｗｅｌｃｈ，１９９３）、政党互动（Ｗｏｊｃｉｅｓｚａｋ ＆ Ｗａｒｎｅｒ，２０２０）以及警民合作（Ｖｉｋ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等领域得到了广泛验证，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实证分析政民接触同公
务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对这一命题的检验既可以深化现有理论

·６２·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２



对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认识和理解，又能够拓展接触假说的应用领域。此外，
还有学者探讨了由接触引发的社会心理机制如信任等因素对合作态度的影响。
如Ｒｏｃｃｏ （１９９８）的研究指出，面对面的接触可以修复群体成员间的信任，从而
促进合作的发生。这启示笔者政民接触可能会通过塑造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
进而影响合作生产态度的形成。因此，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在政民接触同公务
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的作用也有待验证。

综上，为弥补现有研究缺口，深化对合作生产的认识，本研究以某市４０６
名市直机关公务员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政民接触、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同公
务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希望上述研究可以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
现实建议，从而进一步推动公务员积极合作生产态度的培育，并化解消极的合
作生产态度。

二、研究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合作生产研究进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学者们围绕合作生产，从概念界定、个体合作生产动
机、合作生产运行机制和合作生产价值等多维度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朱春奎、
易雯，２０１７；张云翔，２０１８；涂

"

，２０１９；李华芳，２０２０）。学者们从公民内
在心理机制出发，对公民合作生产动机进行了全景视图式分析，不仅关注物质
和精神激励以及制裁等的作用（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２；Ｖｏｏ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也研究
了志愿性、规范感召、道德认同、归属感等利他主义因素的影响（Ａｌｆｏｒｄ，
２００９；Ｖａｎ Ｅｉｊｋ ＆ Ｓｔｅｅｎ，２０１６；Ｗｉｓ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外部
环境特征如体制兼容性（Ｖｏｏｒ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政府级别（Ｍａ ＆ Ｗｕ，２０２０）
等中观组织因素与公民合作生产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然而，既有关于合作生产的研究似乎对公务员这一群体并没有给予足够的
重视。尽管关于合作生产的文献越来越丰富，针对公民受访者（Ｂｏｖａｉ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非营利组织（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９）等的实证研究也在展开，但聚焦地方政府
官员群体的大样本分析还比较少（Ｂｒｕｄｎ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总体来看，从公务员
视角出发的合作生产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不同层级官员及不同领导类型在合作生产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Ｂｕｓｓ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第二，政治特征如政治流动性、央地关系和绩效水平对大型合作生产项目
发展的影响（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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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群体代表性等对公务员合作生产意愿的影响，如代表性官僚制、输
入合法性（Ｒｉｃｃｕｃｃ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Ｖａｎ Ｒｙｚ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Ｍｉｇｃｈｅｌｂｒｉｎｋ＆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ｌｌｅ，２０２０）。

第四，组织特征如组织兼容性、组织自主性及领导支持等对公务员对部门
合作生产态度的影响（王丽丽、马亮，２０２１；Ｔｕｕｒｎａｓ，２０１５）。

上述研究路径为笔者探索公务员在合作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合作生产的
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参考，但当前针对公务员群体的实证研究还需补充和丰富
（Ｂｒｕｄｎ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Ｂｏｖａｉ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９）。

此外，本研究还对现有关于主体双方合作态度形成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进行了梳理。比如，有关组织间合作的研究指出，合作是主体双方进行社会交
换的过程，资源依赖程度、政治经济地位等因素会对双方合作态度产生重要影
响（Ｋｒｕｅａｔｈｅｐ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管理能力、目标一致性、组织氛围和任务特征等
变量也会影响个体合作态度的形成（Ｌｕｎｄｉｎ，２００７；ＭｃＧｕｉｒｅ ＆ Ｓｉｌｖｉａ，２０１０）。
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外部环境和制度等静态变量对合作主体构成的压力驱动，
忽略了由公务员和公民互动的动态过程导致的复杂效应。因此，有学者呼吁从
互动的视角研究组织间合作行为（Ｍａｊｃｈｒｚａ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回到合作生产的现实场景，一系列政民接触活动构成了合作生产的全部内
容，而公务员和公民的接触过程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双方的合作态度。社会心理
学家指出，人们是否互动以及如何互动会对他们看待彼此和参与社会交流的积
极性产生重要影响（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５４）。Ｂｅｈｒｅｎｓ和Ｋｒｅｔ （２０１９）指出，面对面的接
触可以影响互动双方的预期并降低被利用的风险，从而促进合作；还有学者认
为，即使是想象中的接触，也可以帮助个体形成积极的态度，从而促进群体间
合作（Ｃｒｉｓｐ ＆ Ｔｕｒｎｅｒ，２００９；Ｐａｇｏｔｔ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总之，在群体合作领域，群体接触行为与合作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广泛
验证，这也为本文研究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理论参照，即公
务员和公民之间的接触是否以及如何塑造公务员对公民的情感和态度是一个值
得探索的研究议题。

然而，既有研究没有发展出一个中层理论，从公务员视角检验公务员与公
民的接触同合作生产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在中国治理实践过程中，与
促进公民参与合作生产相对应的“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根本工作方式和价值追
求，不仅内化于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也被认为是密切干群关系、提升治理效
能的制胜法宝。但是，目前研究尚未实证检验这一判断。本研究将通过分析政
民接触、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和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的关系，为新时代继续
走好群众路线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指导。

·８２·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２



（二）研究假设
１ ． 政民接触与合作生产态度
态度是主体对客体行为所持有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合作生产不仅需要公

民的积极参与，还需要一个对公民倡议、公民行动开放的政府。这种开放性不
仅要体现在政策文件和书面倡议中，还应表现在政府官员对公民的态度和行为
中。一方面，积极的合作生产态度会促使公务员在公共服务设计、交付、评估、
调整等各个环节设置公众参与通道，打开合作生产的机会之窗；另一方面，来
自公务员的积极态度可以向公众传递善意、开放的信号，引导公众对政府行为
产生积极预期，主动参与合作，从而在不同维度上提升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质
量和效率。

本研究认为，公务员对合作生产的态度根植于公务员和公民的日常接触，
即政民接触行为。群体互动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通过适当的群体间接触，可
以改善对污名化或敌视群体的消极态度，进而减少偏见和排斥（Ｋａｗａｋａｍ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Ｈｅｉｄｅ和Ｍｉｎｅｒ （１９９２）则研究了预期互动和接触频率对买卖双方合作行
为的影响，并认为双方互动的频率显著正向影响买卖双方的合作行为。同时，
社会认同理论也指出接触可以产生相似感，而个体会更多地被相似的他人说服、
欺骗，甚至更愿意和相似的人合作（Ｂｒａｄｎｅｒ ＆ Ｍａｒｋ，２００２）。

聚焦公务员和公民接触的相关研究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公民接触的重要性及
其对公民认知塑造的影响，如公民接触能够借助信息传递来影响官员行为与公
共产品分配，进而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甚至影响公民对政府及其提供的公共服
务的满意度（Ｃｏ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国内学者张友浪和朱旭峰（２０２０）的研究
证实了直接接触更有利于公民对地方行政服务中心做出积极的服务评价。综上，
本研究认为，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接触行为有利于公务员形成积极的合作生产
态度。因此，提出研究假设１。

Ｈ１：政民接触会正向影响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
２ ． 公务员对公民信任与合作生产态度
信任被认为是对话和合作之间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合作关系发生的前提，

因为从非合作到合作需要信任的支撑（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０；Ｐｏｌｌｉ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合作经常对信任水平提出要求，如果双方互相不信任，合作无从谈起；如果信
任只存在于单方面，合作也可能失败。合作是一个风险和不确定性并存的过程，
而有关政民互动的研究认为，信任可以降低社会互动的风险，减少交往中的不
确定性。Ｇüｅｍｅｓ和Ｒｅｓｉｎａ （２０１９）指出，官员和市民之间共同工作，有助于创
建信任，并塑造积极的情绪和态度；两者之间的合作意愿会随着互动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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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如果公务员对公民有着充分的信任，对公民的品德、能力等各方面持有积

极看法，那么公务员会对合作生产的推进更为积极，更愿意“取智于民”。而一
个不信任公民的政府不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主动与公民合作，更不会容纳公民
主导的服务供给。杨开峰等（２００６）通过对美国３３２名公务员的实证研究证实
了公务员对公民的一般信任、对参与制度的信任以及个人信任倾向等同公务员
促进公民参与活动意愿之间的密切联系。综上，本文认为，公务员与公民之间
的信任会影响公务员与公民合作解决问题的态度。于是，研究提出假设２。

Ｈ２：公务员对公民信任会正向影响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
３ ． 政民接触与公务员对公民信任
在大多数研究中，信任被看作是个体之间接触的产物（Ｂａｃｈｍａｎｎ ＆ Ｉｎｋｐｅｎ，

２０１１）。值得注意的是，在公民对政府信任的研究领域，公民对各个层级政府的
信任程度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作“政民信任的差序格
局”，并指出公民与基层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接触频率是解释“差序信任结
构”存在的重要变量（张小劲等，２０１７）。然而，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公务员
对公民信任还有待检验。一方面，王浦劬和李锋（２０１６ａ）的研究指出，公务员
对公民存在着类似公民对公务员的“接触性不信任”，即那些日常接触公民更多
的基层公务员，往往更不愿意信任公民。Ｉｖａｃｋｏ等（２０１３）的研究也表明，在
城市工作的公务员比在县城或乡镇工作的公务员更信任公民。但另一方面，根
据群体接触假说，公务员和公民的接触行为有利于增进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
且有学者认为（Ｙａｎｇ，２００６），公务员与公民的接触是信任形成的社会来源之
一。Ｓｃｈｉｌｋｅ和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８）则进一步指出，即使短暂的人际接触，对信任也
有正向塑造作用。

可以看出，政民接触同公务员对公民信任之间的关系依旧存在争议。立足
于公务员视角的政民接触究竟是带来了“信任”还是增加了“排斥”，需要用
实证数据加以检验。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Ｈ３ａ：政民接触正向影响公务员对公民信任；
Ｈ３ｂ：政民接触负向影响公务员对公民信任。
同时，Ｇüｅｍｅｓ和Ｒｅｓｉｎａ （２０１９）指出，鼓励群体间接触（特别是保持交流

和对话）可以帮助主体双方建立信任，从而为合作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了理解
政民接触对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深层影响，本研究试图进一步探讨公务员对
公民信任的中介作用。Ｌｏｏｍｉｓ （１９５９）的实验研究指出，在所有被试中，有交
流的被试中三分之二能够感受到信任，而在没有交流的被试中，只有十分之一
能够感受到信任。Ｌａｓｃａｕｘ （２０２０）认为，关系开放性、相互依赖、交流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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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主体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同时，主体双方的信任也有助于减少主体间
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促进双方的合作。事实上，即使人们有充分的合作动机，
主体双方仍然需要通过互动了解彼此，而沟通互动则可以创造连接，帮助双方
减少合作中的不确定性，促进亲密感的建立。

在政民互动的研究视域中，信任和积极态度的建立与个人生活经验有很大
关系。对公务员来说，其在日常工作中与公民的实际接触过程将会内在地塑造
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有研究认为，工作场所社会关系的形成过程对信任的培
育至关重要（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 ＆ 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１９９４）。公务员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公
务员对公民的信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处社会网络以及与其他群体互动和接
触过程的影响。比如，廖雨果和马亮（Ｌｉａｏ ＆ Ｍａ，２０１９）的研究证实了公务员
的社团参与行为可以提高公务员对公民贡献的感知，进而提升公务员对公民参
与的接受程度。实际上，公务员作为行政人，其在日常工作中与公民的接触和
互动等社会行为会直接影响其对公民的信任，而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则有
助于减少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帮助公务员形成积极的合作态度。

综上，本研究认为，在合作生产领域，政民接触会通过公务员对公民的信
任，影响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形成。因此，提出研究假设４。

Ｈ４：政民接触会通过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影响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情况
考虑到调查的便利性，本研究对Ｗ市市直机关公务员展开了广泛调研。该

市位于东部某省，是沿海地级市，中等规模，在一般地级市中有一定典型性。
在市委党校等部门的支持下，笔者收集了涵盖Ｗ市党群政务、经济管理、社会
治理与服务等领域５５个部门的４４２份问卷，删除全部重复及答题时间在３分钟
以内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４０６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１ ８６％。总体来看，
调查对象覆盖了全市７５％以上的市直部门，而且没有明显不符合政府工作人员
的指标，数据整体质量较好。

（二）变量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１ ． 因变量
对态度构成的探索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而社会心理学家Ａｊｚｅｎ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对行为态度的论证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他认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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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指个体对某一特定行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这为本文测量合作生产态度提
供了基本框架。本研究所指的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是指公务员对与公民合作
这一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

由于既有文献较少研究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无法提供成熟、可供参考
的量表。在变量操作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本研究参考了研究者关于合作态度
的测量方式。比如Ｖａｎｇｒｉｅｋｅｎ等（２０１７）在有关教师自主性与合作态度的研究
中，采用诸如“我认为和同事进行协商和合作是有用和可取的”等态度感知程
度的方法对合作态度进行操作化。另一方面，笔者对散落在不同文献中有关官
员或专业人士合作生产态度的内容进行了梳理，最终从正向和负向两个维度，
即感知合作生产价值和成本的角度对因变量进行操作化。这一方法在官员公众
参与态度的研究中多有使用。比如Ｍｉｇｃｈｅｌｂｒｉｎｋ和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ｌｌｅ （２０２２）将态度
视为一个单维结构，从感知公众参与好处和成本的角度对官员对公众参与的态
度进行测量。此外，国内学者王浦劬和李锋（２０１６ ｂ）在相关研究中也采取了
类似的测量方式。

最终，本研究采用如下５个题项对合作生产态度进行测量：
（１）一般而言，我认为群众不了解我们部门的主要工作；
（２）一般而言，我认为群众不具备和政府合作的能力和知识；
（３）一般而言，我认为和群众合作是无意义且浪费时间的；
（４）一般而言，我认为与群众合作能够减少服务阻力，增加群众满意度；
（５）一般而言，我认为与群众合作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选项设计为李克特五分制量表，“１”表示“非常不赞同”，“５”表示“非

常赞同”，其中１—３题采用反向编码方式。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
０ ７０６，基本达到信度要求。

２ ． 自变量
（１）政民接触。政民接触主要指公务员与公民在日常工作中沟通、交流、

协作等行为。一般来讲，公务员与公民的沟通、交流、协作越频繁，说明日常
接触越多；反之，接触越少。为了更全面地考察政民接触这一概念，除了考虑
公务员个人在自身工作中与公民的接触频率，本研究也考量了所在部门因业务
性质差异所产生的影响。

最终，本研究采用直接问询法，对政民接触进行操作化，测量题项如下：
①总体而言，您个人在工作中与群众打交道（沟通、交流、协作）的频率如何？
②总体而言，您所在部门在工作中与群众打交道（沟通、交流、协作）的频率
如何？选项设计为李克特五分制量表：１ ＝非常不频繁，２ ＝不频繁，３ ＝一般，
４ ＝频繁，５ ＝非常频繁。得分越高，说明政民接触越多。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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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 ８５０，说明信度较佳。
（２）公务员对公民信任。信任通常被认为是在风险状态下对他人行为有积

极预期，并且自愿承受潜在风险的行为意向。有关合作行为的一系列研究表明，
信任能够促进个体之间、个体和权威层级之间的合作，是合作行为的重要前因
变量（Ｄｅ Ｃｒｅｍｅｒ＆Ｔｙｌｅｒ，２００７）。关于信任的测量在既有研究中颇为丰富，如
Ｍａｙｅｒ等（１９９５）区分了让人信赖行事方式的三个要素：能力、诚实和仁慈，
后续许多针对公务员信任公民的研究都借鉴了这一划分标准（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Ｙａｎｇ，２００５）。在参考以往经典量表的基础上，本研究最终从过往经
历、公民能力和品德３个维度共计５个条目对政治信任进行了测量。

具体题项如下：①大多数情况下，群众有能力理解我们在做什么。②大多
数情况下，群众会试图利用模糊不清的法规，钻制度空子。③大多数情况下，
群众是正直、善良并值得信任的。④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的工作经常受到群众
的批评和抱怨。⑤大多数情况下，我和同事们普遍认为公民是值得相信的。

选项设计为李克特五分制量表，所有题项均采用“１”表示“非常不赞同”
至“５”表示“非常赞同”。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为０ ６０８。
３ ．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研究，本研究考虑了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政治面貌等公务

员个体层面变量的影响。其中，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为１，女性为０；政治面
貌为虚拟变量，中共党员为１，非中共党员为０。此外，笔者还考虑了公务员在
公共部门的工作时间、职务职级等的影响，将５年及以下、６—１０年、１１—１５
年、１６—２０年、２１年及以上分别赋值为１—５。职务级别设置为科员、副科、正
科、副处、正处及以上，分别赋值为１—５。

在部门层面，重点考虑了部门类型的影响。本研究在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
所在部门的核心职能类型，将其界定为经济管理类、社会服务类、党群政务类
和其他类４类。本研究以经济管理类部门为基准组，将其他三类部门设置为虚
拟变量。

四、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分析，表１详细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分析结果，包括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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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合作生产态度 ２ ５ ３ ７４０ ０ ７１２

自变量 政民接触 １ ５ ３ ５６０ ０ ９３１

公务员对公民信任 １ ５ ３ ７３０ ０ ６３２

控制变量 体制内工作时间 １ ５ ２ ６３０ １ ０９４

性别（男＝ １） ０ １ ０ ５９０ ０ ４９２

年龄 １ ５ ３ ３００ ０ ９１６

受教育程度 １ ４ ３ １７０ ０ ４５２

政治面貌（党员＝ １） ０ １ ０ ８８０ ０ ３２０

职务级别 １ ５ ２ ３００ １ ０４３

党群政务类 ０ １ ０ ３００ ０ ４５８

社会服务类 ０ １ ０ ３７０ ０ ４８３

其他类 ０ １ ０ １２０ ０ ３２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数据显示，合作生产态度的均值为３ ７４，这说明总体上公务员合作生产态

度较为积极；从政民接触上看，公务员在日常工作中与公民接触频率的均值为
３ ５６，总体上较多，但标准差高于合作生产态度和公务员对公民信任，说明因
工作性质不同，公务员与公民之间的直接接触频率存在差异；公务员对公民信
任均值为３ ７３，标准差为０ ６３２，说明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且公务员之间个体差异较小。

从受访者的基本情况来看，所有受访者中，在体制内工作３年以下的被访者
所占的比重为１５ ８％，３—１０年的比重为３１ ３％，１１—２０年的比重为３３％，
２１—３０年的比重为１３ ８％，３０年以上的比重为６ ２％。从性别上看，男性占比
为５９ ４％；从年龄结构上来看，受访者主要集中在３１—４０岁之间，占比为
５０％，说明受访者以中青年干部为主。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本科以上占比达
９７ ３％，说明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从政治面貌上来看，中共党员的
比重高达８８ ４％，这与公共部门党员居多的现实情况保持一致。从职务级别上
看，科员占比为２８ ８％，副科占比为２６ ８％，正科占比为３０ ８％，副处占比为
１２ ８％，正处及以上占比为０ ７％。从部门类型看，经济管理类部门占比为
２１ ４％，社会服务类部门占比为３６ ７％，党群政务类部门占比为２９ ８％，其他
类占比为１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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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分析
表２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政民接触和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同公务

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均在０ ０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政民接
触和公务员对公民信任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在０ ０５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在控制变量中，在体制内工作时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务级别
和部门类型等变量与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相关关系均不显著，需要进一步分
析；而政治面貌则与合作生产态度呈现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此外，表２还报
告了将所有变量全部纳入回归模型后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结果显示，所有
的ＶＩＦ值均介于１—３之间，远小于临界值１０。这表明各变量之间共线程度在合
理范围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２　 主要变量相关矩阵

变量 合作
态度

政民
接触

政民
信任 时间 性别 年龄 受教育

程度
政治
面貌

职务
职级

党群
政务类

社会
服务类 ＶＩＦ

合作态度 １

政民接触　  １６７ １ １ １１

政民信任  ６３１　  １０５ １ １ ０４

时间 －  ０１１ －  ０５１ －  ００１　 １ ２ ５３

性别  ０２７ －  ０５１ －  ０５６ 　  １９０ １ １ １９

年龄  ０３６ －  ０２５ －  ０１７  ７４０　  ２３６ １ ２ ５８

受教育
程度  ０３７ －  ０５２  ００９ －  １６５ －  １１５ －  １５９ １ １ １５

政治面貌  ０８８  ０４７ －  ００６  ２１７  ２６５  ２３８　  １６８ １ １ ２５

职务职级  ０７９ －  １５１  ０４４  ６３７  ３０４  ６３６  ０１４ 　  ３３２ １ ２ ２４

党群
政务类  ０３８ －  ０４６  ０２０ －  ０２３ －  ０２０ －  ０６９  １１６ －  １１８  ０６７ １ １ ７１

社会
服务类  ０２４  １８６ －  ０７５  ０１３ －  ００５  ０１０ －  １１３ －  ０７６ －  １１５ －  ４９６ １ １ ８５

其他类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９９ －  ０４９ －  ０７８  ０２６ －  ０５４ －  １０２ －  ０８４ －  ２４１ －  ２８２ １ ４５

注：Ｎ ＝ ４０６，、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回归分析
正如Ｌｏｗｉ （１９６４）所说，行为特征是由组织性质决定的。公务员可能会表

现出某一机构类型所特有的管理风格，从而发展出特定的认知取向和行为特征。
因此，不同组织的职能差异是导致其认知和行为不同的重要缘由，也就是说，
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会因为所在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由于数据具有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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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特征，笔者对模型进行跨层分析，同时检验了组织和个体不同层面变量之
间的相关性。

首先，本研究对合作生产态度的零模型进行了估计，即不带入任何自变量。
结果显示，组内相关关系（ＩＣＣ）接近于０，低于Ｃｏｈｅｎ （２０１３）所建议的
０ ０５８。这说明个体的组间差异不大，可以忽略不计，不适合采用跨层分析。由
于本研究数据是截面数据，且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最终本研究利用普通最小二
乘法（ＯＬＳ）估计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表３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

表３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变量 合作生产态度 合作生产态度 公务员对公民信任 合作生产态度

政民接触 ０ １３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６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０）
公务员对公民信任 ０ ７０８

（０ ０４８）
体制内工作时间 － ０ ０８３ － ０ ０８２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８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９）
性别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７５） （０ ０６７） （０ ０５７）
年龄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６）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９０） （０ ０８８） （０ ０７２） （０ ０７１）
政治面貌 ０ １５３ ０ １０４ － ０ ０３５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２） （０ １１２） （０ ０９９）
职务级别 ０ ０８７ ０ １１１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４）
党群政务类 ０ １５６ ０ １２８ ０ ００８ ０ １２２

（０ １０２） （０ １００）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５）
社会服务类 ０ １７８ ０ １１６ － ０ ０７３ ０ １６７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８） （０ ０８７） （０ ０７８）
其他类 ０ １８７ ０ １５２ ０ １７６ ０ ０２８

（０ １３７） （０ １３１） （０ １２３） （０ １０１）
常数项 ３ ３１４ ２ ８５９ ３ ５２８ ０ ３６１

（０ ３４０） （０ ３５８） （０ ３１８） （０ ３１１）
Ｒ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９ ０ ４３５

调整后Ｒ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４ ０ ４１９

注：Ｎ ＝ ４０６，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部门类型以经济管理类为参照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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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主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政民接触、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对合作生产态度的直接效应，本研

究首先将体制内工作时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务级别和
部门类型设为控制变量，如表３模型１所示。结果显示，与经济管理类部门相
比，社会服务类部门有更加积极的合作生产态度（β ＝ ０ １７８，Ｐ ＜ ０ １）；党群
政务类、其他类部门与之相比则无明显差异。同时，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在体
制内工作时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务级别等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
差异。

其次，将政民接触作为自变量带入模型２，结果显示，政民接触与合作生产
态度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在０ ０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公务员与
公民接触越频繁，公务员与公民进行合作生产的态度越积极，因此Ｈ１成立。

再次，将公务员对公民信任作为因变量，将政民接触作为自变量，带入模
型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政民接触对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具有微弱的正向影
响（β ＝ ０ ０８９，Ｐ ＜ ０ ０５），因此Ｈ３ｂ成立，Ｈ３ａ未得到验证。结果表明，政民
之间的接触增进了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这也意味着既有研究中存在的“接触
性不信任”现象在公务员信任公民的研究中可能并不适用。

最后，将政民接触和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同时纳入模型４进行分析。结果显
示，政民接触与合作生产态度之间依旧呈现出微弱的正相关关系（β ＝ ０ ０６９，
Ｐ ＜ ０ ０５），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则成为预测合作生产态度的关键性变量，两者之
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０ ７０８，且在０ ０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Ｈ２得到验证。同
时，政民接触对合作生产态度的影响效应从０ １３２降低为０ ０６９。换句话说，公
务员对公民信任在政民接触同合作生产态度的关系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温忠麟等，２００４），但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２ ．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和Ｂｏｏｓｔｒａｐ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根据逐步回归

法的要求，中介效应成立需要满足三项条件：一是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分别影响
因变量，二是自变量影响中介变量，三是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会因为中介变
量的加入而变小。按照温忠麟等（２００４）建议的依次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根
据表３中模型２、模型３、模型４的结果，中介效应成立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均
符合。因此，本研究证实了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在政民接触和公务员合作生产态
度的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Ｈ４成立。

为了增强中介效应检验的效力，本文使用目前普遍认可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继续
进行检验，直接检验系数乘积的显著性。结果显示（见表４），在进行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后，中介效应为０ ０６３，置信区间为［０ ０１３，０ １１３］，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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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０，中介效应成立。同时，公务员对公民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发挥的中介效
应解释了总效应的４７ ７％ （０ ０６３ ／ ０ １３２）。

表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变量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置信区间 总效应

公务员对公民信任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３，０ １１３］ ０ １３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政府都在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
理新格局。从建立“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回应性政府，到保障和完善群众
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其中无不映射出实践领域的“合作生产”正在成为顶层设
计的一部分。从服务供给的角度来看，合作生产是精准识别民意、优化供给内
容、提升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以有效合作破除“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
重要途径；从政民关系的视角来看，合作生产能够润滑政民关系，唤醒责任意
识，培育社会资本，推进民主行政。

正如Ｒｏｓｅｎｓｔｏｎｅ和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３）在其开创性研究《美国的动员、参与和
民主》中所指出的，公民参与的起落与政治领导人推动人民参与政治进程的努
力有关。立足于中国实际，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将极大影响合作生产的议程
设置和效能发挥。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合作生产推进过程中公务员态度的形
成机制，通过广泛的问卷调研和翔实的实证分析，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政民接触对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具体来看，政民接触与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公务

员在日常工作中与公民打交道（沟通、协作、交流）越频繁，公务员的合作态
度越积极。结合访谈材料，本研究认为，那些与公民接触更多的公务员，在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会给予公民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也更能认识到与公民合作的价
值，这一点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接触假说保持了一致（Ｄｏｖｉｄｉ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总的来说，公务员与公民的直接接触有助于公务员形成关于合作的积极态
度。这为未来促进合作生产指明了方向，也为走好群众路线提供了实证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路线”，各地不断
鼓励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润滑政民关系。比如，近
年来北京市在全局范围内开展的“局处长走流程”专项活动受到了舆论关注和
群众好评，也为增进政民理解和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借鉴。根据实证分析结果，
只有通过频繁、深度的接触，如日常工作中的沟通交流和协作，公务员才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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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了解群众的诉求和需求，感知到群众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意义和价值，从而
对合作生产产生正向的态度和看法，并致力于和群众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正如
以往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愿意与公民接触的政府官员将更努力地提供激励公民
参与的工具（Ｈａｎｄｌｅｙ ＆ ＨｏｗｅｌｌＭｏｒｏｎｅｙ，２０１０）。

第二，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同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伴随着新公共管理弊端的日渐显现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的兴起，

服务导向、民主、合作、网络及信任协商等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学者们将信任
视为促进合作关系的基石，认为公务员能够从促进合作和伙伴关系中获得合法
性（Ｂｒｏｗｎ ＆ Ｃａｌｎａｎ，２０１１）。本文发现，公务员对公民信任是影响公务员合作
生产态度的重要因素，这与既有研究保持了一致。如Ｇａｍｂｅｔｔａ （２０００）的研究
指出，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合作行为并不仅
仅依赖于信任，信任的最优阈值会根据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和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之间正向关系的验证对于培育积
极的合作态度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意义。未来，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决策过程、
建立咨询机制、搭建对话平台等制度化方式，帮助公务员与公民建立更加紧密
的联系，促进政府和公民的沟通，为推进合作筑牢信任基石。此外，也可以通
过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设置“走好群众路线”等党性课程，帮助公务员理性
认识公众参与的价值，进而减少公务员对公民的偏见，甚至敌意，为实际合作
行为的发生扫除心理障碍。

第三，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在政民接触同合作生产态度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
应，即政民接触正向影响公务员对公民信任，进而影响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

王浦劬和李锋（２０１６ａ）的研究指出，公务员与公民的日常接触过程并未加
强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反而呈现出“接触性不信任”的局面。但本研究认为，
政民接触和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公务员对公民信任在
政民接触同合作生产态度的关系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达到
４７ ７％。因此，政民接触不仅直接影响公务员的合作生产态度，还会通过公务
员对公民的信任间接促进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形成。这一研究结果与社会心
理学领域的诸多研究具有一致性，即政民接触能够减少偏见，增进情感交流，
提升政治效能感等（Ｋａｗａｋａｍ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此外，尽管本研究证实了政民接触正向影响公务员对公民的信任，但笔者
认为浅层次、走过场式的交流对深度信任形成的作用是有限的。Ｊｏｎｇ和Ｊｅｏｎｇ
（２０１３）针对韩国官员的研究指出，公务员以特定形式与公民接触，而非简单接
触，更有利于信任的形成。因此，未来政民信任关系的培育，还应立足于公务
员与公民之间长时间、深层次的双向互动。政府既要通过落实、落细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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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要求，真正促进公务员和公民之间深层、持续的互动，比如通过“干部
下沉基层”“大兴调研之风”“三同教育”等充分发挥政民接触本应具备的正向
效应；又要通过多渠道改变公务员认知，如利用媒体、新闻舆论等塑造公民的
正面形象，减少预期交往中的污名化印象，增进政府对公民的信任，充分发挥
“合作生产”的价值创造效能。

第四，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在不同类型部门中的分布差异具有一定的意义。
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在官僚制的背景下，部门职能类型对公务员个体行政行为
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和不可选择性。正如韦伯所说，官僚制会以其组织属性完全
取代官员的主体能动性，将他们变成“一部无休止运转机器上的小齿轮”（马克
思·韦伯，２０１０）。笔者发现，隶属于经济管理类和社会服务类部门的公务员的
合作生产态度差异显著存在，这说明未来可以通过轮岗等形式降低由岗位差异
带来的信任不平等，从而培育更为积极的合作生产态度。

本研究通过对公务员群体的大规模实证调查，从政民接触视角探讨公务员
合作生产态度形成的前置因素，拓展了接触假说的应用领域，也为学界从公务
员视角重新认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但不可否认的是，本研
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受研究条件限制，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仅关
注某一时间点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影响因素。未来应开展长期追踪研究，进
行纵向数据对比分析，更好地解释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变迁进程。此外，关
键变量的测量采用自我报告式数据，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自我报告偏差，这一效
应值得未来进一步检验。最后，影响公务员合作生产的解释因素是相当丰富的，
未来还需要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全面解释影响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的前置
因素，以帮助学者们深入全面地认识公务员合作生产态度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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